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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 ,在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统治传播学研究的背景下 ,经验方法和思辨方法一直是两大传统的

传播学研究方法 ,而在方法论上独立于这两大传统方法之外的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方法 ,虽被广

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 ,但却始终未能在传播学研究中获得应有的关注。本文在对现象

学方法加以介绍并阐明其“本质直观 ”思想的基础上 ,通过比较 ,认为现象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对经

验方法和思辨方法的超越 ,尤其有助于解决后二者无法妥善处理的“个别 ”与“一般 ”、“现象 ”与“本质 ”的关

系问题 ,因此理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被借鉴到传播学研究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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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认为 ,“方法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其含义大致包括两个层次 :具体科学

方法和哲学方法。哲学方法具有最大的普遍性 ,广泛适用于各门具体科学 ,为一

切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根本指导。因此 ,笔者认为有关任何具体科

学方法的探讨 ,都可以追溯到与之相对应的哲学方法上 ;而本文对于传播学研究

方法的以下考察 ,也正是在其哲学的源头意义上进行的。

一、传播学研究的两大传统方法

在传播学领域中 ,诞生于美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证学派和

崛起于欧洲且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的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显

然 ,作为两个持有互不相同的立场和宗旨的学术阵营 ,其研究方法无疑也存在着

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 ,常常被人们笼统地归结为 :前者使用定量的或曰量化的

方法 ,而后者使用定性的或曰质性的方法。事实上 ,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大

学派在其研究中所各自使用的具体方法 ,就可以发现上述观点的漏洞。譬如 ,为

实证学派所常用的民族志法 (亦称“人种志法 ”) ,就是一种源自文化人类学的典

型的质性研究 ,它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所谓的“田野调查 ”途径来

实施 ,虽不进行精确的数据分析 ,但所从事的不外乎是有关事实材料的采集、整

理、分类和对比的工作 ———尽管这些事实材料是以定性而非定量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因此可以说 ,民族志法归根结底仍然遵循着经验实证的基本原则 (与此

相类似 ,实证学派所进行的话语分析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非量化的“内容分

析 ”)。又如批判学派对于实地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都有所运用 ,但与实证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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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这种运用通常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为逻

辑推理提供佐证 ,以增强其结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在这里 ,一切量化的经验数据都须在意识形态学说

或文化研究的宏大视野中获得某种超越样本本身的

意义阐释 ,必然最终被纳入理性思辨的总体框架之

中。由此可见 ,尽管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分别倾向

于采用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 ,但这并不表示这些方

法就是它们的专利 ———由于前者也运用质性方法 ,

后者也运用量化方法 ,其研究方法的区别因此是不

能简单地用“定量 ”与“定性 ”来加以辨识的。事实

上 ,如前所述 ,实证学派的研究方法无论是量化的还

是质性的 ,它最终都是一种经验方法 ;同样 ,批判学

派的研究方法无论是量化的还是质性的 ,它最终都

是一种思辨方法。也就是说 ,定量也好 ,定性也罢 ,

这些外在的表面因素并不足以改变两大学派的标榜

经验与崇尚思辨的方法论本质。

进一步讲 ,传播学研究的经验方法与思辨方法

实际上大体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 ,即经

验论和唯理论。这两种基本哲学传统的分歧由来已

久。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

争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有唯名论和唯实论之辩。

近代以后 ,从休谟到孔德到马赫 ,经验论哲学以拒斥

形而上学为口号 (用自然科学取代形而上学 ) ,不求

对于事物的一般、普遍本质的终极性解释 (注重于对

特殊、个别现象的考察 ) ,强调立足经验领域对各种

知识加以归纳 (遵循归纳逻辑 ,认为人的经验感知是

唯一可靠的 ) ;而从笛卡尔到康德到黑格尔 ,唯理论

哲学却以重建形而上学为目的 (用形而上学统摄自

然科学 ) ,为求对于事物的一般、普遍本质的确定性

认识 (不满于对特殊、个别现象的考察 ) ,主张根据理

性法则对各种知识加以演绎 (遵循演绎逻辑 ,认为人

的理性思维是唯一可靠的 )。可以说 ,在实证学派深

受美国的科学主义影响并倚仗于利益集团的现实推

动 (美国传播学研究通常得到企业、财团和政府的资

助 ,由此带有显著的商业色彩和保守倾向 ,强调自身

作为一种工具而服务于社会的应用价值。为了精确

测量传播的效果以达到通过传播来改变受众的认知

和行为的目的 ,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在科学主义本

就盛行的美国自然被赋予了“神圣 ”的正统地位 )。

而批判学派植根于欧洲的人文主义土壤且得益于马

克思主义的一度复兴 (欧洲传播学研究作为西方马

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物 ,沿着重建在政治经济学和科

学社会主义名义下被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方向 ,着

力发掘为某种拘泥于经济事实的科学体系所掩盖的

青年马克思学说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历史联系 ,

在研究方法上可谓传续了欧洲的人文主义薪火而与

擅长理性思辨的德国古典哲学一脉相承 )的背景下 ,

本质上进行事实归纳的经验方法和本质上进行理论

演绎的思辨方法的存在 ,使得实证的传播学研究和

批判的传播学研究在其方法论上分别与代表科学

(自然科学 )方向的经验论传统和代表哲学 (形而上

学 )方向的唯理论传统形成了对应 ,由此构成了传播

学研究的两大基本取向。

二、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的现象学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 ,

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于世。胡塞尔指出 :“现

象学 :它标志着一门科学 ,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

系 ;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 :

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1 ]而这种

方法 ,一般认为就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 ”或曰“本

质还原 ”。

我们知道 ,胡塞尔的毕生夙愿 ,就是将哲学建设

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 ”(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 ”) ,

以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因

此在他看来 ,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认识是如何成为

可能的 ,而这一追问的落脚点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

无可怀疑的绝对被给予性。在这里 ,胡塞尔对笛卡

尔哲学有所借鉴。众所周知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

在 ”,意在说明 :我可以怀疑一切 ,但不能怀疑我的

“怀疑 ”,因为当我怀疑我的“怀疑 ”时 ,我就已经在

怀疑了。显然 ,笛卡尔的“我思 ”所具有的这种自我

明证性正是胡塞尔所需要的 :“笛卡尔的怀疑考察方

式为我们提供了起点 ,即在体验的过程中和对体验

的素朴反思中 ,思维和体验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 ;直

观地直接把握和获得思维就已经是一种认识 ,诸思

维是最初的绝对被给予性。”[ 1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进

行思维 (这里的“思维 ”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一

切知觉、体验、认识、想象等等 ———现象学所谓的“现

象 ”,也就是呈现于这些思维中的意识现象 )的同时 ,

这个思维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直接给予我们的对象而

被我们确定无疑地把握到。譬如 ,我看见远处有一

棵树 ,不管远处是否真有这棵树 ,我的确看见了这棵

树 ,即便这是我的幻觉 ,这个幻觉本身也是真实的。

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看 ”。第一层“看 ”,

看的是树 ,由于这棵树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因此

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层“看 ”,看的是这个“看 ”本身 ,

由于这个“看 ”本身正在进行 ,因此是勿庸置疑的。

可以说 ,第一层“看 ”旨在对那些外在于我的自在之

物作出某种超越的判断 ,缺乏明证性的认识论基础 ,

而第二层“看 ”则完全将自己限制在我的思维直观

中 ,“没有表述其他什么 ,没有超越自身去意指什

么 ”, [ 1 ]它所获得的认识的明晰性是任何超越的科学

都无法达到的。为此 ,胡塞尔主张放弃一切有关外

部世界存在的设定 ,同时相应地将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对于世界的各种看法统统置入“括号 ”,存而不论。

可以说 ,通过现象学的“悬搁 ”,指向外在的超越的认

识被还原为内在思维的直观的认识 ,而这种狭义的

“现象学还原 ”(广义的“现象学还原 ”还包括下面将

要提到的“本质还原 ”和“先验还原 ”)的意义就在

于 ,它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完成了清除研究对象中非

明证性因素的工作 ,强调对纯粹的意识现象加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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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见、无预设的直接把握 ,围绕“直观 ”这一中心概念

确立了被称为“全部原理之原理 ”的现象学“第一方

法原则 ”,即“任何原初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

法源泉 ,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 (即所谓在其亲身的现

实性中 )呈现给我们的东西 ,只能按照它自身被给予

的那样 ,而且也只能在它自身在此被给予的界限之

内被接受 ”。[ 2 ]

胡塞尔认为 ,借助狭义的“现象学还原 ”,我们已

能看清认识的源头所在 ;但由于我们的认识总要追

求某种普遍的有效性 ,故为了最终解决认识的可能

性问题 ,还必须使现象学进一步上升为一门“本质科

学”以阐明一般之物的直观性质。遗憾的是 ,在这个

问题上 ,笛卡尔式的“我思 ”已经无能为力了 ,因为它

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思维本身 ,虽然具有作为认识之

起点的自我明证性 ,但却无法与客体世界相沟通 ,更

谈不上将直观拓展为一种本质认识了。因此 ,在充

分吸收“我思 ”精髓的同时 ,胡塞尔认为有必要“通

过适当的改造来利用它 ”。[ 1 ]而这种“改造 ”,就是把

它与“意向性 ”相结合。

所谓“意向性 ”(这个概念由布伦塔诺最早提

出 ) ,是指一切意识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 ,即它们都

具有意指功能 ;换句话说 ,我们的任何意识无一例外

地是关于某个对象的意识 ,没有哪个意识是完全无

对象的。在胡塞尔看来 ,所有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

意向性活动 ,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 ,它产生于意

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 ”和“统握 ”。譬如 ,当我

看一张桌子时 ,这张桌子的颜色、形状、尺寸等各种

构成因素都进入我的意向活动之中 ,结果我只看到

这张桌子本身。也就是说 ,我并没有去拼凑感觉材

料 ,我所获得的就是直接呈现给我的意向对象 ———

当然 ,没有感觉材料的参与 ,这个意向对象根本无法

呈现出来。在这里 ,胡塞尔区分了两种“内在 ”:一种

是“实项的”内在 ,即为意向活动奠基的感觉材料 ;另

一种是“意向的 ”内在 ,即通过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

的处理而形成的意向对象。相对于前者而言 ,后者

是超越的 ,但由于它并未逸出意识之外 ,因此这种超

越仍然是内在的 ,是可以为现象学所利用的一种合

法的超越 ,而不是必须为现象学所排斥的那种外在

的、非法的超越。

所以说在胡塞尔这里 ,笛卡尔的那个干瘪空洞

的“我思 ”被赋予了某种“生育力 ”,是因为借助意向

性的介入 ,它获得了自己的意向对象 ,从而突破了原

先狭隘的内在性领域。至此 ,胡塞尔实际上指明了

一般性被直接给予的途径 ;也就是说 ,“本质直观 ”的

可能性已经被暗示出来了。由于作为一种超越之

物 ,意向对象在自我思维的内在性中具有相当的可

塑性 ,“只要我们考虑到意向性的结构 ,那么这个结

构构成的是个别的对象还是一般的对象就没有泾渭

分明的或逻辑上不可逾越的界线 ”, [ 3 ]故胡塞尔认

为 ,在思维中并存着两种直观 :经验直观和本质直

观。前者是一种感性直观 ,针对的是个体对象 ;后者

是一种理性直观 ,针对的是范畴对象。而前者向后

者的过渡 ,是可以通过我们转变自身目光的“朝向 ”

而实现的。胡塞尔举例说 :“我们看一下一般之物的

被给予性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 :一个纯粹内在的一般

性意识根据被观察的和自身被给予的个别性构造自

身。我具有关于红的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 ,我抓住

纯粹的内在 ,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我截断红在被

超越地统摄时所意味着的一切 ,如意味着我桌上的

一张吸墨纸的红等等 ,现在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

的红或特殊的红的思想的意义 ,即从这个红或那个

红中直观出同一的一般之物 ;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

被意指 ,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 ,而是一般

的红。”[ 1 ]由此可见 ,本质直观虽以经验直观为基础 ,

但它一旦发生 ,就相对独立于经验直观了。譬如在

上述例子中 ,通过某个或某些具体的红而显现出来

的“红本身 ”便具有了不依赖于那个或那些具体的红

而存在的某种自在性 ,具有了“先天的、绝对普遍的

有效性 ”。[ 4 ]据此而论 ,现象学所理解的“本质 ”,就是

一种作为有着“绝然的明证性 ”的观念之物的纯粹先

验本质 ———在胡塞尔那里 ,它被称为“艾多斯 ”。

本质直观由于回答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因此

在现象学家眼中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可以

说 ,即便在进一步提出了“先验直观 ”(即“先验还

原 ”)之后 ,胡塞尔也并未放弃本质直观 ;而随着其晚

期的先验现象学思想日益遭到质疑 ,本质直观更成

为了为整个现象学运动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唯一方

法。正如胡塞尔在被施皮格伯格称为“最接近于现

象学的宣言 ”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 》创刊号的

前言中所声明的 :“将各个编者联合在一起并且甚至

在所有未来的合作者那里都应当成为前设的东西 ,

不应是一个学院系统 ,而毋宁说是一个共同的信念 :

只有通过向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

本质洞察的回复 ,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

问题而得到运用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 ,概念才能得到

直观的澄清 ,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

出 ,之后也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 5 ]

三、现象学方法对于传统方法的超越

如果说传统方法无法为我们提供认识论的根本

保障 ,那么其原因就在于与现象学方法相比 ,它们自

身都有着某种难以弥补的重大缺陷。一方面 ,经验

方法离不开归纳 ,而休谟的“归纳责难 ”已然指出 ,经

验总是有限的 ,偶然性无法合乎逻辑地过渡到必然

性 ,即便是所谓的“科学规律 ”也都有其特定的适用

范围 ,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胡

塞尔特别强调“本质直观 ”与“经验一般化 ”的区别。

在他看来 ,如果我们通过一次或若干次经验从这个

红和那个红那里归纳出一个一般之物 ,那么这个一

般之物所以能够被归纳出来 ,是因为它存在于这个

红和那个红之中 ,它于是也就只是这个红和那个红

的一般之物 ;当然 ,我们还可以让第三个、第四个甚

或更多的红参与归纳 ,但由于我们毕竟无法穷尽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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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切红的事物 ,我们所得到的便始终只是与经验

范围有关的共同性 ,而不可能获取具有绝对普遍之

有效性的红的“艾多斯 ”。事实上 ,如前所述 ,现象学

所寻求的“艾多斯 ”乃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本质 ,由于

并不具有实在性 ,它因此只能在本质直观中被直接

给予 ,而再多的经验累积也无法使之呈现出来 ———

这就是归纳法不可能真正洞察事物本质的原因 ,也

正是传播学研究的实证成果注定局限于经验的相对

性而只能反映一些“片面的真理 ”、“局部的真实 ”的

根由所在。另一方面 ,思辨方法离不开演绎 ,它总要

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既有的概念、范畴或原理的

逻辑推论上 ,而这一点恰恰也是为现象学家所不取

的。在《辩证理性批判 》一书中 ,萨特曾经深刻剖析

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病症。他认为 ,此

病症主要表现为“它的概念不是从经验中引出来

的 ———或者至少不是从它企图加以解释的新经验中

引出来的 ———它早已把这些概念成形化 ;它早已肯

定了它们的真实性 ,它给它们指定了构成范式的任

务 :它唯一的目的是把所考察的事变、人物或行动纳

入一个预制的模子里 ”。[ 6 ]在萨特看来 ,作为一种同

质化的形式主义强制 ,这种先验判断以某种现成的

观点去建构历史 ,自以为将现象还原为了本质 ,其实

不过是把自己的主观性强加于现实之上 ,所体现的

仍然是黑格尔式的观念决定论。实际上 ,传播学研

究的批判理论正不乏这种对于用以解决一切具体问

题的先验教条的服从 ,因为它们大都从马克思的“异

化 ”和“商品拜物教 ”学说及其后继的卢卡奇的“物

化 ”与葛兰西的“霸权 ”理论出发 ,从根本上把媒介

视为“压迫”人的工具 ———这种“压迫 ”包括对个人

和群体的压迫 (如伯明翰学派的研究 )、对阶级的压

迫 (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 )、对性别的压迫 (如女

性主义研究 )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压迫 (如媒介帝国主

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 )。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 ———当

然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构成了包纳传播学批

判学派的诸多研究路径的巨大容器而为它们在各自

方向上的思辨演绎提供了共同的逻辑起点 ,于是世

界本身的丰富性和具体性都被武断地统摄于若干抽

象的概念之下 ,而批判的传播学研究也因此“屡屡被

人们评价为方法和视角的乌托邦主义 ”。[ 7 ]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经验的归纳方法

与思辨的演绎方法的弊端 ,归根结底都表现在对于

“个别 ”与“一般”、“现象 ”与“本质 ”的关系问题的处

理上。前者的思维向度是从“个别 ”到“一般 ”,关注

“个别 ”,忽视“一般 ”,主张用“个别 ”来归纳“一般 ”,

由于这种归纳注定有限 ,因此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

怀疑论 ———在这个所谓“将现象抽象为本质 ”的过程

中 ,“一般 ”仍然只是“个别 ”意义上的“一般 ”,而“个

别 ”本身也丧失了 ;与之相反 ,后者的思维向度是从

“一般 ”到“个别”,关注“一般 ”,忽视“个别 ”,主张用

“一般 ”来解释“个别 ”,由于这种解释只是套用 ,因

此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和独断论 ———在这个所谓“透

过现象看本质 ”的过程中 ,“个别 ”固然得不到重视 ,

而“一般 ”本身也被架空了。显然 ,与这两种传统方

法不同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 ”提出“现象即本质 ”

(在这里 ,“本质 ”也被赋予了一种自我明证性 ,它于

是成为了与“现象 ”一而二、二而一的可以被直接地

把握到的东西 ) ,主张在“个别 ”中直观到“一般 ”,由

此使“个别 ”与“一般 ”同样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保障

而将它们从矛盾分裂中统一起来 ,弥合了“现象界 ”

与“本体界 ”之间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讲 ,如果说

现象学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渴望 ”, [ 3 ]那么其

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直观的方法是“对休谟经验主

义和康德超验唯心主义的反动。⋯⋯它希望在 (以

观察为基础的 )经验主义和 (以理性和概念系统为基

础 ,以便描述经验生活的结构的 )理性主义的对立之

间作出某种综合 ”, [ 8 ]从而于传统的经验方法和思辨

方法之外开辟一条处理“个别 ”与“一般 ”、“现象 ”与

“本质 ”之关系的全新思路。

由于实现了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 ,现象学方法

不仅被用以研究意识问题、存在问题、语言问题、逻

辑问题、伦理问题、美学问题等几乎所有的哲学问

题 ,而且还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宗教

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

管理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乃至自然科学领域 ,以致施皮格伯格说 ,他所撰写的

《现象学运动 》一书是缺乏完整性的 ,因为该书以全

部篇幅介绍现象学哲学 ,省略了关于现象学对“各种

非哲学研究的影响的全面评述 ”,而在他看来 ,“现象

学对这些外围领域的影响也许比对哲学本身的影响

更显著更富有成效 ”。[ 9 ]事实上 ,近 50年来 ,包括施

皮格伯格在内的不少学者纷纷撰写过现象学运动的

历史 ,但有关著述之所以都只对 20世纪上半叶以

德、法为中心的现象学思潮有效 ,而始终无法跟上广

义现象学运动的发展 ,其原因就在于广义现象学运

动的发展 ,正是由现象学方法在“各种非哲学研究 ”

中的普遍应用所推动、以五花八门的“应用现象学 ”

(其中著名的有英伽登的美学现象学、柏范达的心理

现象学、雷那赫的法学现象学、莱维那斯的宗教现象

学、范 -梅南的教育现象学、贝克的数学现象学等 )

的大量涌现为标志的 ———在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

中 ,现象学“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极不相同的事

业 ”, [ 9 ]从未停止发挥其效应。在此意义上 ,笔者赞

同倪梁康的如下说法 :“虽然不仅作为现象学运动之

首的胡塞尔现象学已成为历史 ,而且整个现象学运

动也已成为过去 ,在某种程度上已退出社会生活。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由此而引

发的现象学运动的影响 ⋯⋯始终是当下的。”[ 10 ]

尽管如此 ,“现象学 ”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是一个

陌生的名词。如果说当此构建“教育现象学 ”的呼声

日益高涨之际 ,尚且有教育学者鉴于其某些同行对

现象学方法不够重视而批评“在教育领域里 ,一定程

度上似乎还存在着‘对现象学的遗忘 ’”, [ 11 ]那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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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 ,传播学对“现象学的遗忘 ”无疑就更为彻底

了。以笔者所见 ,国内外有关教材或专著在谈到传

播学研究方法时 ,大多对现象学只字不提 ———即便

有所触及 ,也只是一笔带过 ,语焉不详 ;而作为我国

传播学者罕有的一篇正面碰撞现象学的论文 ,高坚、

高红艳的《新闻价值研究的现象学方法论 》也不过望

文生义地视“新闻工作者的具体实践活动 ”为“现

象 ”,称“回到新闻实践的每一个步骤中对新闻价值

的评价对象进行区分 ”为“现象学还原 ”, [ 12 ]显然对

现象学缺乏基本的了解。笔者认为 ,既然现象学方

法已与“经验的归纳方法 ”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方

法 ”并列为西方最主要的三种哲学方法 , [ 13 ]那么传播

学作为一门深受哲学方法论影响的具体科学 ,如果

只知有后二者而不知有前者 ,则其研究方法便注定

是不无残缺的。事实上 ,尽管现象学方法在某种意

义上超越了传统方法 ,但所谓“超越 ”,乃是一种扬

弃 ,并非全盘否定 ,因此它们的互补共存完全可以为

传播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在

这个体系中 ,三种方法彼此参照 ,长短互见 ,使我们

能够对之作出更加自由和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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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 enology: A Ph ilosoph ic M ethod wh ich Can Be Used in

Comm un ica tion Research
FAN Long

(S chool of Journa lism and Comm unica tion, Huazhong U n 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 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emp irical school and critical school’s occupying a dom inant position in com2
munication research, emp irical method and deductive method are the two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re2
search. But as a basic philosophic method,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in com2
munication research all along, even though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On the

foundation of introducing seeing of an essence,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in a sense, phenomenologicalmethod tran2
scends emp irical method and deductive method, especially contributes to solve the p 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2
tween individuality and generality, phenomenon and essence, so it should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and used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hilosoph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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